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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的社会史* ①

———评《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以温州、杭州等地方为例》

孙 继

近年来，宋代社会史研究相较于政治史而言渐呈式微之势，这主要是因为史料的限制导致议题

的匮乏。具体来说，它既不像中古史研究那样时常受到新出文献的刺激，也不像明清史研究有官方
档案和民间文献可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宋代社会史研究方法、视野、议题的突破显得至
关重要。浙江大学吴铮强博士新近出版的《文本与书写: 宋代的社会史———以温州、杭州等地方为
例》( 以下简称《宋代的社会史》) 正是这种努力的结果。①

与以往研究将史料视为“历史事实”的承载物，并直接利用其信息不同，《宋代的社会史》从文本
与书写的角度，通过对笔记小说、石刻、方志、族谱等四种文本的批判性阅读，发现不同类型史料中的
社会史线索，实现宋元温州、杭州等地方社会图景的再建构。作为作者长期从事宋代社会史研究、注
重汲取社会学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结晶，该书的出版拓宽了宋代社会史研究的视野与议题，

为学界带来了一股“活水”。

一、历史书写研究范式的兴起

在历史学的语境里，“历史”一词主要有两种不同层面的意涵:一种是指人类所经历的如此这般
的过去，即客观存在的历史;一种是指人们凭藉人类过往活动所留下的遗迹，对过去的表述与追述，

即记录下来的历史。② 由于客观历史的不可重复性，人们只能从史料中获得对人类过去的认识。因
而，古往今来史学家对史料的研究都极为重视。
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先贤们就已经总结出了一套严谨的史料考订方法。进入 19 世纪，以

德国近代史家兰克为首的实证主义史学兴起，他们追求“如实直书”，③认为“历史事实”根基于原始
史料，“我们宁可把史学从目击的叙述与最真实及直接的史源中建立起来”。④ 兰克认为史学家应
“忘却自我”，主张用史料说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历史的“客观性”。诚如他在《英国史》中所说:“我

041

①

①

②

③

④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辽宋西夏金元族谱文献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 19ZDA200) 的阶段性成果。
吴铮强:《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以温州、杭州等地方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郑丞良、潘晟从不同角度
对吴著进行了评介，参见郑丞良《从文本书写中读出历史脉络———吴铮强〈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书评》，《中外论坛》2020
年第 1 期;潘晟《地方如何成为社会? ———吴铮强〈文本与书写:宋代的社会史〉读后》，《中外论坛》2020 年第 1 期。与这两篇书
评不同，本文侧重从历史书写的角度评析吴著的学术价值。
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 年第 2 期。
参见王娟《“如实直书”与兰克史学思想》，《史林》2018 年第 1 期; 易兰《兰克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8—
172 页。
Leopold von Ranke，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1905，p. xi．

*



书写的社会史

想消灭自我，只让事实说话，让推动力量出现。”①

尽管兰克“如实直书”的史学思想遭到了后世学者的批判，但其史料考证( quellenkritik) 的方式
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史学家。然而，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随着后现代主义席卷人文社科各个领域，
实证史学受到巨大挑战。后现代史学主张“从史实至语言( language) 、从语言到文本( text) 、最后从
文本到符号( sign) ”。② 在这种“怀疑理论”的关照下，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理论
和方法，尤以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的“书写”( writing) 概念对传统史学的
冲击最大。德里达认为“文本之外，别无它物”，书写是针对文本进行的，只有通过对文本的批判性阅
读( critical reading) ，才能无限接近已逝过去的真相。③ 在这里，文献史料被视为一种“文本”或“述
事”( narratives) ，学者的目的是发掘其背后的社会情境( context) 与个人感情。④

事实上，主张对史料进行批判性阅读并非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所独创。早在唐代，我国著名史学
家刘知幾就指出史书中的“曲笔”问题。他说: “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
存焉。”⑤梁启超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揭示了史书中的主观因素:

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

究。……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两千年之史，无
不播其毒。⑥

其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张对古代文献持
怀疑态度。就这个角度而言，中西史学在方法论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正因为如此，赵世瑜认为:
“中国传统史学( 甚至也包括经学) 在史料学或文献学上的建树不仅具有现代意义，而且也具有后现
代意义。”⑦

不过，历史书写作为一种史学研究范式，引起中国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的广泛关注并逐渐成为

新的学术增长点却是近些年的事情。一些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对历史书写研究的理论进行了
反思，并在内涵和外延上对其进行了修正。“历史书写”又称“史料批判”，在研究中国中古史的日本
学者安部聪一郎看来，它是“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
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⑧ 可见，历史书写研究立足于史
料分析，强调对史料的再批判，从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成书背景、撰书意图等多个取径探讨文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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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社会情景及撰者个人意识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从而实现对历史图像的再建构。①

当前，历史书写研究在中国古代史领域获得蓬勃发展，方兴未艾。辛德勇从史源学的角度，考证
了《资治通鉴》中关于汉武帝晚年的治国路线出现重大转变的记载不可信，指出现在看到的汉武帝晚
年形象是宋人司马光塑造的结果。② 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孙正军、徐冲、赵晶等对史料批判研
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③ 在隋唐史研究领域，历史书写研究范式也得到广泛运用。以新出上官婉儿
墓志铭的研究为例，仇鹿鸣分析了上官婉儿墓志及新旧《唐书》中不同记载的源流，揭示“在当时与
后世，因种种政治与社会原因，上官婉儿的形象如何被不断地构建、涂抹和重塑”; ④而在仇文基础
上，陆扬进一步从书写的角度探讨了上官婉儿墓志的书写特征，并将其与张说撰写的《昭容上官氏
( 神道) 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作对比研究，认为三种文本所建构的上官婉儿形象之所以迥然
不同，是与它们被制造时的政治环境和书写策略息息相关。⑤

从时段上看，历史书写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古史领域，且大多以《汉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为主要
分析对象，落脚点多在政治史上。⑥ 就社会史而言，历史书写研究也广泛运用于对碑刻、族谱、契约等
文本的解读中，但主要集中在这类史料相对丰富的明清区域史研究领域，而在宋代社会史的研究中

并不多见。⑦ 在这种背景下，《宋代的社会史》首次将历史书写的研究范式引入宋代社会史研究领
域，无疑具有开拓之功。

二、宋代四种类型史料的历史书写

《宋代的社会史》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中论证了藉由对温州、杭州两地的区域
社会史研究，进而复原整个宋代社会图景在学理上的可能性。正文部分凡十章，各章相对独立，互成
专题，分别选取了笔记小说、石刻、地方志、族谱等四种常见的史料类型进行批判性研究。
( 一) 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是中国古代一种以散文笔法写成的随笔、杂录的统称，其特点是篇幅精短、内容包罗万
象，写作方式较为随意。这种文体区别于有韵律、有节奏的诗赋骈文，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到宋代，笔记小说迅速发展，蔚为大观，洪迈的《夷坚志》便是其中代表作之一。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
所记内容往往荒诞无稽，大部分故事乃向壁虚造、道途听说之作，因而如何从这些“虚构”的故事中挖
掘背后的历史事实，一直是学者们面临的问题。《宋代的社会史》转换思路，试图通过探究洪迈获取
这些故事题材的途径，讨论洪迈与故事提供者之间建构的人际关系、故事提供者的地域关系以及故
事类型反映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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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考察《夷坚志》中的 23 则温州故事。作者将这些故事的提供者分为温州本地人和外地
人，根据他们的身份展开论述，不厌其烦地分析每则故事，借此考察洪迈与故事提供者之间的人际关

系，认为洪迈主要通过亲人、好友、同乡、同僚等渠道收集故事，由此展现了人际关系网络在传统社会
个人获取信息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内容上看，这些故事可以分为报应、鬼怪和命定三种故事
模型，其中报应故事是温州地方社会流传最广的故事类型，反映了报应观念作为熟人社会构建道德

秩序的重要方式在温州地域社会的广泛存在。鬼怪故事多发生在游宦士大夫和游学士子身上，这其
实是他们在陌生环境下宣泄恐惧情绪的途径。从温州两则关于待阙者的故事来看，宋代乡居士大夫
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怡然自得，而是长期处于焦虑、紧张的情绪之中，说明明清时期科举及第者与家
乡的关系模式在此时尚未稳固建立。①

第二章分析了《夷坚志》中的 175 则杭州故事，其中 144 则故事可归入温州类型，即发生在举人
或官员身上的预言故事、游士或游宦处于陌生空间中的鬼怪故事、杭州当地平民阶层的故事，据此作
者认为温州故事的类型分析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杭州作为都城，与温州有着很大的不同，为此着重
探讨了剩余的故事，按故事主人公的身份将其分为权贵、官场和市井三类，这些故事正是杭州的都城
特殊性在历史书写中的反映。②

( 二) 石刻文献

石刻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泛指镌刻在石材上的文字和图像，包括碑碣墓志、摩崖、造像、经
幢、柱础、石阙等物。我国有着悠久的石刻历史，《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数次出巡各地，共
留下七处刻石。由于质地坚固，石刻成为古人颂扬功德、纪念先人的理想书写材料。秦汉以降，石刻
文献不断发展，到宋代已蔚为大观。
《宋代的社会史》第三章以目前所见的 20 种宋代温州寺院碑铭为例，从书写者及书写活动与书
写内容间隔效应的角度讨论当地寺院的社会史。这些寺院碑铭除来自传世文献外，还有作者通过田
野调查获得的碑铭实物，许多是首次面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宋代寺院碑铭虽然比较丰富，但学
者要想对它们进行研究，始终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书写内容的模式化、同质化。它们大多记载寺
院修建的缘由、经过，往往成为佛教史研究的史料，运用范围比较有限。为此，作者将关注重点从寺
院碑铭记述的修造活动本身，转移到碑铭作者的书写缘由及其与寺院修造活动的社会关系等问题上

来。作者认为，由信徒们———僧人和施主撰写的碑铭主要集中在北宋时期，且以弘扬佛法或宗教祈
福为主旨，但到南宋时温州本地士大夫成为寺院碑铭书写者的主力，主旨往往是显示士大夫特定的

社会或文化身份。这种变化体现了温州地方文化在两宋时期的变迁，即南宋儒家文化的兴盛对佛教
信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侵蚀。③

宋代墓志史料极为丰富，成为石刻文献之大宗。但和寺院碑刻一样，墓志铭书写也面临着相同
的问题，其书写原则是为墓志主人隐恶扬善，通常只透露“部分”而非全部真相，④因而我们现在看到
的墓志铭是撰者根据一定的模式有选择地制造出来的。与以往墓志铭研究不同，作者试图解读温州
士大夫通过墓志书写在地方社会建构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一直是墓志研究的难点。第四章从传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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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和碑刻资料中收集到 255 篇宋代温州墓志铭，认为科举对温州墓志文献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方面墓志的数量与当地科举及第人数呈正比关系;另一方面墓志书写者一般都是进士登第的官员

或者参加科举的士人。从传主的身份来看，墓志书写者与传主之间多存在着血缘、姻缘、地缘、学缘
等多重社会关系，而且传主主要集中在富户与士人两个阶层。作者据此认为，宋代温州墓志的书写
是科举士人乡居与地方士人、富户建立社会关系的产物，体现了儒家文化在地方的传播。①

( 三) 地方志

方志作为详尽记载某地事务的文本，其史料价值早已为学者所认同。到宋代，方志编纂获得极
大发展，不仅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成为“博物之书”，而且数量众多，在各地大量出现。据学者统计，
仅宋代可考的地方志就有 492 种，②但流传至今的只有 40 余种，这极大限制了我们对宋代地方社会
的认识。第六章作者另辟蹊径，从明代方志中挖掘宋元温州地方史料，通过对明代弘治《温州府志》
中关于温州永嘉县、瑞安县祠庙记载的分析，复原宋元时期的地方祠庙体系。作者认为，宋元时瑞安
县的祠庙主要分布在乡村地区，其性质包括自然神祇、移民祠庙、英雄祠庙、航海神祇等，农民、富民、
移民、海商等群体是推动这些祠庙形成、发展的主要社会力量。相比之下，作为州治的永嘉县城内的
祠庙明显多于乡村，并且出现了诸如先贤祠、赵清献公祠这类儒家化的祠庙。两种不同的祠庙体系
正反映了两地政治地位及社会结构的差异。③

第七章以咸淳《临安志》和《梦粱录》为例，探讨书写目的、作者身份对文本内容、体例产生的决
定性作用。作为官修方志，咸淳《临安志》以服务地方官员的行政治理为旨归，因而其内容以大内为
核心，开篇先介绍分布于吴山一带的皇宫和中央官衙，民众和自然山川次之，寺院、学校等最次。而
《梦粱录》作为私人化的文本，关注的重点并非政治空间，而是杭州的生活空间，因而在编排、内容、语
气上都与前者迥然有别。④

( 四) 族谱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族谱是一种重要的记载宗族起源、迁徙、分布和发展历程的文献，被誉为中
国人最重要的文化基因。然而，和方志一样，宋代虽是族谱成熟、定型期，但留存下来的族谱并不多
见。现存族谱中的绝大多数都始撰于明清时期，因而其中关于宋元史实的记载往往不被宋史学者所
重视。但从学理上讲，有些家族确实有可能自宋元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其族谱也有保存宋元族谱
资料的可能。基于这种认识，第八章作者从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收藏的近百种温州族谱中挑选出
五种，讨论明清族谱中的宋元书写，认为多数明清族谱中记载宋元时期的内容系杜撰、拼凑，不值一
提。然后，对《抱川蒋氏宗谱》《包山陈氏宗谱》《锦园瞿氏宗谱》《枫林徐氏宗谱》《苍坡方巷李氏阖
族宗谱》中宋元内容进行了考证，发现它们都有作伪的现象，但程度不一。通过与传世文献的比对和
考证，作者指出有些内容仍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中具有延续性且信息完整的雁行小传一般都是

可信的资料。
第九、十章主要探讨了光绪十四年( 1888 年) 编修的《苍坡方巷李氏阖族宗谱》。该谱仍保留了

较为可靠的宋元时期的史料，据此可研究永嘉苍坡李氏家族与人口的变迁。该族在宋元明时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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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济豪强、科举官宦、武装豪强、平民宗族等不同阶段的演变，这种变化与朝代的更替息息相关。
同时，从南宋后期到明初，李氏家族人口增长率虽受到朝代更替的严重影响，但人口总量并未出现大

幅变动。由此，作者认为家族人口发展的总体规模和速度，主要是由家族组织模式或资源等内部因
素决定的，朝代更替对家族人口的影响是短暂性的。① 这一结论拓展了学界以往关于中国近世家族
人口与社会变迁的认识，具有一定学术价值。

三、历史书写理论的探索与反思

《宋代的社会史》在对四种史料进行研究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对历史书写理论的探索与反思。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对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首先，该书开篇就总结了史料的三种解读方式，即文献、文本与书写。当我们拿到一则史料时，

通常会先关注这则史料记载的内容，对其内容进行严谨的考证，这是我国史学由来已久的传统。从
清代考据学派到现代史学，无不重视史料考证。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专辟两章论述了史料
之性质、类型、收集及鉴别，他说:“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
鉴别。”②除此之外，作者认为还应该从文本的角度关注这则史料的形成、留存、传播、销毁、篡改、重
构的过程及影响这个过程的观念。③ 历史书写的视角则是将这则史料的编撰活动视为一次社会行
为，“由史料文本的选择、描述与建构中，探索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与个人情境”。④ 在作者看来，这
三种方式并没有优劣之分，同一份史料采用不同的视角，可以获得不一样的认识。综合利用这三种
解读方式，以前许多被认为是虚构的、未被我们利用的史料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扩大了史料来源。
对这类史料来说，重要的不是记载的内容是否真实，而是人们如何掩盖、构建和叙述历史。
其次，该书结合宋代社会史史料的特征，提出“书写的间隔效应”，即书写活动与书写内容的不重

合现象。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被动书写的情况下，书写者与求书者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书写内容的影
响，就成为书写内容的另一种社会史的脉络。⑤ 藉由这种理论，可以加深我们对宋代史料的认识。以
宋代墓志铭的书写为例，在宗室或功臣去世后，帝王依照惯例敕令翰林学士或文采出众的大臣为其

撰写墓志铭;而普通士人去世，一般由丧家向亲朋好友或不熟悉的人求铭。⑥ 通常无论哪种情况，撰
者甚至不认识墓主，对其事迹自然也无从知晓，因而丧家在求铭时都会提供逝者的行状。司马光在
《苏主簿夫人墓志铭》中记载了为苏轼之母程氏撰写墓志铭的由来:“治平三年夏，苏府君终于京师，
光往吊焉。二孤轼、辙哭且言曰: ‘……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铭，子为我铭其圹。’光固辞不获
命，因曰:‘夫人之德，非异人所能知也，愿闻其略。’二孤奉其事状，拜以授光。”⑦可见，作为撰者的司
马光从未见过程氏，其依据的材料主要来源于苏轼提供的行状，墓志书写者与书写内容之间显然间

隔着丧家的意志。除私人文本之外，“书写的间隔效应”也广泛存在于官方文献中。众所周知，《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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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元人根据宋代国史编撰的，国史又是宋代史官在实录基础上“旁搜博取，校订是非”而成。① 所
谓“校订是非”，不仅指对史料真伪的考订，更重要的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和价值观对人物、事件进行剪
裁、定性，显然《宋史》中间间隔着宋代史官的意志。② 这些说明在研究史料时，如果我们不充分考虑
“书写的间隔效应”，就可能无法捕捉到文本制造过程中深刻而又复杂的社会情境。
再次，该书总结了历史书写对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书写视角可能为社会史提供更加切近历史情

境的线索。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史料，本身就是古人精心谋划与刻意营造的结果。③ 具体而言，文本的
产生经过了一个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如宋代墓志铭的书写就是丧家和撰者精心选
材、制造的产物，反映了他们在当时价值体系下认为重要且值得保存的社会记忆。④ 而在明清社会史
广泛运用的族谱资料中，历史书写的研究视角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物质”文本，族谱由家
族中的某些有文化、有势力的人员编纂、生产出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他们的个人意志和利益诉
求，这一过程实质上展现了家族内部的权力关系。同时，族人对族谱的使用和流传，使它作为一种文
化权力因素渗透于家族关系、仪式传统和文化习俗之中，从而反过来塑造着族人的日常生活。⑤

最后，作者对历史书写理论进行反思，认为我们在使用历史书写视角时，还需要注意书写本身呈

现与掩盖的对应关系。换言之，应该将文本置于生成的社会环境中综合考察，警惕陷入迷信文本的
桎梏之中，切勿从文本到文本。如南宋温州寺院碑铭的书写主力是文士，但这并不意味着寺院仅仅
为文士的生活而存在，其在地方社会扮演的角色比文本所展现的往往要更加丰富多彩。基于此，作
者提出书写的社会史研究中“留白”的意义，“只有将这些书写线索以外的内容在历史想象中预留出
来，才能相对准确地把握书写提供的历史线索”。⑥

总之，《宋代的社会史》在研究视角、材料运用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有诸多创新，引出了一系列颇具
学术价值的议题，为宋代社会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瑕疵。例如，对“猿猴
盗妇”的论述虽属历史书写的范畴，但与全文紧紧围绕着温州、杭州地方社会展开的主旨无关，稍显
突兀;又如，作为一本专著，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略显松散，诚如作者自己所说: “各部分专题研究都
保留其独立的社会分析脉络，各章内容并非统一主题演绎的结果。”⑦不过，瑕不掩瑜，本书作为国内
首部以文本与书写的分析方法探索宋代社会史的专著，其学术价值值得关注。

( 作者孙继，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邮编: 401331)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廉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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